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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出发,结合科学史、产业史,
分析科学进步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演进以及科学进步引领

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制度保障,有助于完善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科学认

识,夯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 科学的产生源于人的需要和为满足需要

的生产。 科学与生产、生产力建立起牢固的关系,呈现出科学—技术日益交叉

融合、科学的建制化与科学研究的规模扩张、作为国家战略的科学与科学计划、
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交织的科学国际交流与竞争等重要特征。 科学与产业的

融合为主要国家建成现代化强国创造了历史机遇。 对两次科学革命、三次技术

革命与三次产业革命的历史关系与重要科技经济强国历史道路的梳理,有利于

促进对第四次技术革命下的全球科技竞争态势与中国科技即将迈入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新阶段的理论认识。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进一步解放科学生产力。
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整体推进市场经济制度、完善科学教育人才体制机

制、加快实数融合的机制建设,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健全国家创新体系,完善

以科学进步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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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18 世纪后期以蒸汽机和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由农业社

会步入现代社会的重大历史变革,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 科学与技术

对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起到革命性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经济学

家在总结早期工业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时,十分注重考察技术要素对经济增

长特别是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如索洛提出全要素生产率(Solow,
 

1957),罗斯

托以技术进步和产业变革划分国家经济成长阶段(罗斯托,[1990]2001)。 技术

要素在经济学家的生产函数中完成了由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的转变,而科学这

一重要生产要素却难以进入经济函数①。 除了技术性问题外,对科学、技术、科
技这几个范畴的区分及其关联的认识也并不统一②。 马克思将科学视为脑力劳

动的产物,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产品(马克思和恩格斯,2019),技术则是科学在

工艺上的应用。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把科学现代化纳入国家现代

化战略目标。 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就制定了《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

景规划》,力求在重要的和急需的科学技术领域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党

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的二十大提出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完
善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制度保障。 针对现有研究重技术、轻
科学的特点,本文着重对科学进步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逻辑、历史演进,以
及我国完善科学进步促进现代产业体系所需的制度保障等问题展开论述。

二、
 

科学进步与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关系

马克思非常重视科学、生产与社会生产关系运动的研究,恩格斯认为没有

一个人能像马克思那样,“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

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1963)。 首先,科学的产生源于人的需要和

为满足需要的生产。 恩格斯通过对 19 世纪各门自然科学的历史总结,指出,
“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

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

①
②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技术”词条,却没有“科学”的词条,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
人们从科学、技术二词的词源,科学与技术关系中的主从,研究对象性质、目的、方式和范围等不

同方面对科学和技术做出定义和比较。 关于科学和技术争议的两种代表性观点是科学建构于技术和技

术源于科学(董坤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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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 (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d)。 “社会一

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和

恩格斯,2009e)。 马克思在分析机器大工业时代科学的作用时指出,“机器劳动

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要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要的可

能性而引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c)。 “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

出机车、 铁路、 电报、 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 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

物,……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 (马克思

和恩格斯,2009c)。 “资本只有通过使用机器(部分也通过化学过程)才能占有

这种科学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1998)。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指

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

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

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 “应用机器,不仅仅是使与单

独个人的劳动不同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挥作用,而且把单纯的自然力———如

水、风、蒸汽、电等———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c)。 “各种

不费分文的自然力,……它们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各

种方法和科学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b)。
其次,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科学转化成直接生产力。 机器成为生产资料,

是生产方式变革的起点,也是 18 世纪的产业革命的起点。 “知识和技能的积

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

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 因此,固定资本的发

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

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

得到改造”(马克思和恩格斯,1998)。 当机器生产发展到以机器制造机器,以机

器为主导的机器大工业就替代了以劳动者为主导的工场手工业。 “大工业的原

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

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 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

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

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 “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

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

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

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
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

用”(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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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科学进步转化为直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历史变革相适应。 马克思

指出,“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而整个生产

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
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

的生产方式。 可见,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

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 同价值转化为资本时的情形一样,在资本的进

一步发展中,我们看到:一方面,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

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另一方面,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

力向前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c)。 马克思进而强调,“只有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

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 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
成为致富的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2019)。 自然科学因此获得了发展自身的

条件。 “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

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 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做致富手段,从而科

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

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 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 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

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逐级提升地加以发展、应用并确立起来,
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c)。

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资本主义利用科学创造的生产力,肯定了英国工业革命

是 18 世纪的科学成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取得的发展。① 但是,这不代表资

本主义是最适合发展和利用科学的生产关系,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性特征。 “正像黄金不再是货币时,它不会丧失黄金的使用

价值一样,机器体系不再是资本时,它也不会失去自己的使用价值。 决不能从

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合的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

本的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来说,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社会生产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c)。 “因为资本主义只代表社会里经济演进中的一个暂

时阶段,而科学却是人类的永久财富。 如果说资本主义先使科学成为可能,那
么后来就会轮到科学使资本主义成为不必要”(贝尔纳,[2011]2015a)。

三、
 

产业革命以来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

既然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通过服务

① 马克思指出,“18 世纪,数学、力学、化学领域的进步和发现,无论在英国、法国、瑞典、德国,几乎都

达到了相同的程度。 发明也是如此,例如在法国就是这样。 然而,在当时它们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只发生在

英国,因为只有在那里,经济关系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进步的程度”(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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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产,科学得以创造自身发展的外部条件,科学渗透到经济基础和社会上层

建筑多个领域。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已经历了两次科学革命、三次技术革命以

及产业革命。 当“科学一旦被树立为巩固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一种手段,科学的

进步也就成为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个因素” (贝尔纳,[2011] 2015c)。 科学发

展出如下几项重要特征。

(一)
 

科学与技术日益交叉融合

科学因素介入生产过程,使得原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发生了

根本的变化。 早先的“人———生产”的直接的作用过程,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转化

为“人———技术———生产”的过程,在机器大工业时期,特别是机器体系形成后,
则进一步发展成为“人———科学———技术———生产” 的过程(张旭,2003)。 科

学从与技术的混合中独立出来,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作用日益加强。 18 世纪的第

一次产业革命,科学开始与生产牢固结合,但科学尚未构成技术发展直接的基

础,反而力学通过对机器的研究取得进展。 19 世纪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直接以

科学发现为基础的化学工业、电气工业形成,科学成为实现技术发展的主要执

行者。 20 世纪,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突破引领了第三次产业革命,原子能、电子计

算机、空间技术、卫星技术、生物技术等产业发展起来,科学已完全和生产机构

合为一体。 科学融入一切生产方式以及组织,彼此相互交织的程度也越来越

高。 以科学为根据的各种工业活动的庞大规模和科学进步与技术进步互动的

迅速发展,成为 20 世纪科学发展的标记性特征(贝尔纳,[2011]2015b)。
科学与技术建立起积极的双向反馈机制,促进两者不断进步 ( Mokyr,

2002)。 20 世纪中叶以来科学与技术互动呈现出周期缩短、频率加快、科学研究

与技术应用的交叉性、扩展性和继承性等显著特征。 半导体技术的发展生动展

示了这些特征。 一方面,第一次量子革命诞生了激光器和晶体管等器件,20 世

纪四五十年代,从第一只晶体三极管发明到第一个集成电路的发明只用了 10
年;1965 年,摩尔定律预测了 20 世纪下半叶集成电路产业的高速发展①。 20 世

纪 60 年代,通信网络理论形成,80 年代英国科学家发明了万维网,90 年代互联

网进入快速商业化时期。 20 世纪下半叶,主要发达国家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率

及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遥遥领先于石油、化工等产业(江泽民,2008)。
21 世纪以来,日益增长的数据生产、传输、存储和计算需求对信息技术提出新挑

战,摩尔定律即将失效,急需发展突破 CMOS 器件性能瓶颈的新材料、新结构、
新理论、新器件和新电路,且面临众多“没有已知解决方案”的基本物理问题的

① 摩尔指出,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每隔 18 ~ 24 个月翻一番,即处理器性能提升一倍,价格下

降一半。 这一定律被此后 50 年集成电路发展历史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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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骆军委和李树深,2023)。 另一方面,第二次量子革命产生的量子计算和

量子通信快速发展,量子计算机已超越经典计算机,正向可编程通用量子计算

机阶段发展(李国杰,2010)。 人工智能技术是计算机科学、数学、心理学、神经

科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成果,引领 21 世纪人类由信息社会迈向智能社会(谭

铁牛,2019;高文和黄铁军,2020)。 深度学习算法与大语言模型( LLM)技术推

动人工智能在近年来取得快速发展,呈现出技术的规模定律(Scaling
 

Law),量
子计算与 LLM 的结合正在开辟量子优势的新领域。 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由传统

依赖实验数据的研究向利用大数据和计算机仿真模拟研究转变,利用 AI 的科

学研究(AI
 

for
 

Research)是科技发展前沿方向。

(二)
 

科学的建制化与科学研究规模的日益庞大

科学革命以前,科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仅处于附属地位。 16 世纪的航海和

商业贸易扩张,首次向科学提出稳定增长的需要。 17 世纪下半叶,英、法、意等

国政府开始资助科学及技术应用,使经济、技术、科学相关从业者社会地位得以

提升。 伦敦皇家学会和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成立,标志着作为建制的科学产生了

(贝尔纳,[2011]2015a)。 18 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与产业的关联日益牢固,
推动了科学的独立和组织化,发明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以集体组织形式的科

学研究活动成为一种新兴制度。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研究的组织规模和形式从

19 世纪末期的私人科学时期,发展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业科学时期,再到

二战时期的国办科学时期,研究和发展费用增长到若干亿英镑,科学人员和设

备的规模也大大扩展,国家权力动员和组织科学与工业、军事等密切合作(贝尔

纳,[2011]2015b)。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人类基因组计划”为代表,科学组

织发展到国际合作阶段。 人类基因组计划耗时 15 年,预算经费 30 亿美元,包
括美、英、法、德、日、中六国逾千名科学家参与,得到多国政府和研究机构的支

持(于军,2013)。
科学的建制化是国家推动科学发展和应用以把握科学革命、产业革命历史

机遇的主动行为,并通过科学交流和产业竞争的反馈向国际扩散,从而进一步

强化了科学的建制化的发展趋势。 法国在路易十四时期就开始了科学体制建

制化进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科学技术体制。 18 世纪后期拉瓦锡奠定了法国在

化学领域的科学地位。 大革命时期,法国成立法兰西科学院、国家技术学院等

近代科学机构,推广标准化科学训练和研究,军事工业、交通运输业取得快速发

展。 19 世纪初德国实施教育强国战略,推动了含经济、教育、科学在内的多领域

制度改革。 德国成立世界第一所现代化大学柏林大学,德国大学建立的实验室

为化学和染料工业奠定了科学基础,德国化工企业最早在企业内部建立起工业

实验室(刘立,1996)。 1887 年成立的帝国物理研究所,使纯科学研究从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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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任务中脱离出来而专门化,也标志着国家对科学研究的直接介入和支持。
19 世纪中期,美国摆脱殖民地科学阶段,开启了现代科学的建制化过程。 早期

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主要来源于炼油、钢铁、汽车等工业基金会和工业实验

室。 后来科学家纳什成功动员美国民用科学和军事的密切联合,在二战期间建

立了大学—工业—军事的三方合作体系(罗滕伯格,[2000]2023)。 战后美国成

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高级研究计划署、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家航空航天局,
政府支持基础科学的科学体制正式形成。

(三)
 

作为国家战略的科学与科学计划

自科学革命以来,科学与政府的联系便日益巩固。 “各门科学在 18 世纪已

经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因此它们终于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起

来了。 科学以哲学为出发点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牛顿的学说和洛克的学说同

样是唯物主义的前提)、启蒙运动和法国的政治革命。 科学以实践为出发点的

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2002)。 17—18 世纪,英国政府

开始通过建立国立科学机构、实施专利法、推动科学教育促进科学研究。 19 世

纪后期,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垄断、帝国主义和战争向科学提出

更加迫切的需要,政府开始直接参与军事相关科学研究和应用,国家级物理科

学实验室建立,国家用于军事研究费用大大盖过纯粹科学研究和工业研究费

用,科学研究的资金管理、组织管理、项目管理日益由政府主导(贝尔纳,[2011]
2015b)。 19—20 世纪在科学革命、社会革命、产业革命集中发生的特殊背景下,
科学的地位日益提高,成为国家战略的基础和重要部分①。 作为国家战略的科

学发展的代表,国家科学计划和项目取得重要进展。 计划科学的思想最初由列

宁构想,经苏联科学规划工作会议明确于 1931 年执行,苏联科学院是实施科学

计划的最重要科学部门。 在计划科学思想指导下,苏联成功实践了早期的科技

举国体制(雷丽芳等,2020)。 二战以来,国办科学和计划科学向资本主义世界

传播,以美国“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以及“人类基因组计划”为代表。 “曼

哈顿计划”的成功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核大国,国家实验室体系成为美国国家

创新体系重要部分;“阿波罗计划”塑造了美国在航空航天、材料科学等领域的

领导力;“人类基因组计划”强化了美国在生物技术产业的领导力;美国互联网

和计算机产业在科学理论、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方面都依赖于美国

国家高级研究计划署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 Block,2008)。 欧盟、日本、中
国等政府也相继提出国家科学计划。 欧盟自 1984 年以来实施了 8 个研发框架

① 一方面,国家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战略都需要科学知识以备决策,并发展出来

专门的制度。 另一方面,科学研究上升成为特定的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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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正在推进“地平线欧洲”计划(2021—2027 年)。 日本 1995 年颁布《科学

技术基本法》,实施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进入第 6 期。 中国于 2006 年发布《国

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2016 年在“863 计划”基础

上实施“973 计划”。 在引领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性科学和技术领域,国
家战略层面的科学计划大大强化了科学和产业竞争。 以量子科学为例,美国、
欧盟相继发布量子法案、行动计划或科技项目,计划持续五年到十年,在这些项

目里政府投资金额最少 18 亿欧元,最高达数十亿美元。 以美国为代表,2018 年

12 月启动“国家量子倡议法案”,2019—2022 财年投入 30 亿美元,2023 年底发布

的补充报告宣布将延续资助至 2028 年(National
 

Quantum
 

Initiative,2023);2022 年

8 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签署《2022 年芯片和科学法案》,拨款近 8 亿美元支持

量子信息相关项目(潘建伟,2024);2023 年 11 月,《国家量子倡议再授权法案》
(United

 

States
 

Congress,2023)出台,意在推动与美国盟友开展量子研究工作合

作,正式授权美国宇航局的量子研发活动,并在该机构建立量子科技研究所;
2024 年 2 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新版关键和新兴技术( CETS)清单

(The
 

White
 

House,2024),包括先进计算、先进制造、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
半导体与微电子等 18 类技术领域;2024 年 5 月 6 日,美国国务院公布美国国际

网络空间和数字战略。

(四)
 

科学的国际交流与竞争在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交织中演化

20 世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历史数据表明,20 世纪以来科学进步呈现出

由强国主导、少数科学机构主导的特征,世界科技中心迁移与世界经济中心迁

移高度重合。 1901—1999 年 457 位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科学家,其中美、英、
德、法四国获奖人次占总获奖人次的 76%,获奖人次分别为 193 人次、65 人次、
61 人次、27 人次。 在获奖的 185 个科研机构中,7 个机构获奖人次占总人次

22%,23 个机构获奖占总人次 46%,37 个单位获奖占总人次 69% (路甬祥,
2000)。 21 世纪,日本成为第五大获奖国家,美国获奖总数超过其他四国获奖总

数①。 随着无机科学到有机科学的突破,人类对科学的需求也扩大到生态环境、
海洋、气候、生命科学等重大领域,科学研究超出国界;多个国际科学组织建立,
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运用和超级计算的发展,以及跨国科学合作项目的实行,
促进了科学全球网络的构建。 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时期,依托跨国资本

对产业链、价值链进行全球布局,合作研发的模式迅速发展,为传统科学大国以

外国家的科学进步创造了一定条件,全球科学网络的节点扩大并建立起日益复

① 资料来源于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地址:https: / / www. nobelpress. or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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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联系(Gui
 

et
 

al. ,2019)。 在科学革命、社会革命、产业革命集中发生的特殊

背景下,科学政策成为国家地缘政治战略的重要内容。 科学联盟与技术禁运由

军事领域向经济领域扩大①,主要科学强国继续巩固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研究

的领导地位,以国家科技战略和国家创新体系吸收世界科学人才和成果,推动

尖端科学成果产业化;同时,利用世界分工体系控制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
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和产业的追赶;政府控制着尖端科学技术投资、合作交

流、高技术产品贸易,通过再工业化战略、工业 4. 0 战略、贸易战等多种方式,试
图巩固科学和产业双重优势。 21 世纪,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即将迎

来高潮,尖端科学技术发展的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 2024 年 5 月 6 日,美国国

务院公布美国国际网络空间和数字战略当日,布林肯发表了“科技与美国外交

政策的转型”的演讲( Blinken,2024),提出当今的技术革新是与地缘政治对手

竞争的核心,并以数字团结理念表明其技术外交的五条路线。

四、
 

科学进步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演进的历史

科学与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关系为科学进步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提供了理论基

础,科学服务于生产已成为现代科学发展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所共有的特征。

(一)
 

两次科学革命、三次技术革命与三次产业革命的历史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机器大工业推动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 “一

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 ……有了机

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

学和化学革命。 ……棉纺业的革命又引起分离棉花纤维和棉籽的轧棉机的发

明”(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a)。 工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引发交通运输业的革

命,带动了 19 世纪的铁路、船舶、电报体系的发展。 变革了的生产和运输对机

器的大量需求进而导致使用机器生产机器,生产资料从机器发展为机器体系。
“机器的使用扩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增加了特殊生产部门和独立生产领域的

数量”(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c)。 第一次产业革命以纺织业等轻工业发展为先

导,带动了铁路、钢铁、采矿、机器制造等重工业的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进

一步引起银行等金融服务业的发展。 资本在竞争中追逐利润需要不断提高生

产技术水平,就要求把科学发展到最高程度,发明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推动

① 例如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流行与“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设立。 2018 年 11 月至 2022
年 2 月,美国司法部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对大量中国留美科学家做出刑事指控、逮捕,造
成在美中国科学家加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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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高级化。 科学通过指导通用性技术发明和应用,引领产业革命和现代

化产业体系发展。 第一次产业革命依赖的纺织机、蒸汽机和真空技术,以第一

次科学革命特别是力学的发展为基础。 第二次产业革命依赖的内燃机和电力

技术,以电磁学和化学革命为基础。 第三次产业革命依赖的原子能、计算机技

术、生物技术、新材料,以 20 世纪科学革命为基础。 21 世纪脑科学、生物化学、
纳米科学等交叉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直接推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

源技术的发展。 科学进步推动产业体系发展的次序是:以工具机的革命为代表

的机械化,以动力革命为代表的电气化,以控制革命为代表的智能化、数字化。
每一次革命都在既往科学革命与产业革命所累积的科学知识、技术工具与产业

基础上,创造出新的产业;旧的产业通过吸收新科学新技术,依托新产业的发展

焕发生机,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表 1 展示了科学革命以

来科学进步、通用技术与现代化产业演进的历史关系。

表 1　 科学革命以来科学进步、通用技术与现代化产业演进

科学中心与科学突破 通用技术演进 主导产业演进

17—
18 世纪

英国:牛顿力学

法国:拉瓦锡现代化学

珍妮纺织机

瓦特蒸汽机
棉纺织、制铁、开矿

19 世纪

英国:达尔文《 物种起源》,
电磁感应,麦克斯韦方程组

德国:欧姆定律,能量守恒

定律、李比希有机化学

法国:孟德尔遗传学

贝塞麦转炉炼钢法,托马斯炼钢法

燃料和炸药制造

爱迪生发电站,摩尔斯电报机

西门子直流发电机

内燃机

钢铁、铁路、机器制造、
船运、电工业、化学工

业、石油工业

20 世纪

上叶

德国:量子力学,相对论

美国:电子学、计算机科学、
曼哈顿工程

福特流水线技术

原子能,火箭

合成橡胶、塑料

雷达通信技术

汽车工业、电力工业、
化学工业、航空工业、
军工、石油工业

20 世纪

下叶

美国:阿波罗计划、 DNA 双

螺旋结构与基因工程、信息

科学

英国:克隆、干细胞研究

日本:碳纳米管、半导体

德国:超导体

半导体、微电子技术、航空航天技

术、纳米技术、计算机技术、移动通

信、互联网、高铁技术、可再生能源

技术

计算机、电子信息、半

导体、航空航天、高铁、
生物技术、金融、保险、
教育、医疗、新能源

21 世纪

以来

美国:量子纠缠、基因编辑、
量子计算

美、日、欧、中:纳米材料

中国:量子通信

美、欧、中、日:新能源

石墨烯,纳米芯片,超导体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与大语言模型)
机器人

电池技术

人工智能、量子信息、
新能源、生物医疗、智

能 制 造、 机 器 人、 新

材料

　 　 备注:本表为笔者根据世界科学史、创新经济学及近年来科技文献等资料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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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学与产业的融合为各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创造历史机遇

在 18、19、20 世纪,英、德、美、日四国,牢牢抓住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历史

机遇,采用不同方式促成科学、教育、人才与经济现代化的协同发展,塑造具有

竞争优势的主导产业,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历史

经验。
英国是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经历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

渐进式发展过程(阎康年,1992),科学革命改造了科学方法论,并通过启蒙运动

引发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艾伦,[2009]2012),18—19 世纪,英国产业体系从

农业到轻工业过渡到重工业和金融业,棉纺织业、钢铁、煤炭、机器制造曾保持

一个多世纪的领先地位,金融服务业至今引领世界。 海外殖民贸易积累的资本

与市场需求,农业革命提供的劳动力市场,为资本利用科学发明推动产业革命

提供了前提。 英国资产阶级政权的确立及产权制度、专利法的实施,为经济增

长构建了适宜的制度环境(诺斯和托马斯,[1976]2009)。 二战后,科学在英国

现代化中的关键地位不断得到巩固,政府进一步促进科学研究、大学教育与产

业的联合发展,确立了信息技术、生物医疗、教育和金融等高科技产业的主导

地位。
德国、美国在 19 世纪中后期迅速完成工业化,成为制造业强国。 与英国不

同,德国和美国现代化产业的起步充分借助英国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的科学

和技术。 英国的产业革命建立在棉纺织业基础上,而德国、美国的先导工业部

门则是重工业部门———煤炭和炼铁(哈巴库克和波斯坦,[1978]2002)。 德国以

科学强国和教育强国战略建立起一流的科学基础和国民教育体系,为科学密集

型工业发展提供了科学和技术两方面人才储备(贝拉尼克和拉尼斯,[1978]
1988)。 在德意志关税同盟、铁路建设和军事工业带动下,钢铁、化工、煤炭、冶
金、机械设备制造成为德国的主导产业。 一战爆发前,德国建立起完整的工业

体系。 二战后,德国传统制造业迅速恢复,同时金融、保险、信息技术和专业服

务等高附加值产业逐步兴起,近年来以工业 4. 0 战略带动智能制造和传统制造

业转型。 相较德国,19 世纪美国大量从欧洲引进技术,很少有真正的创造活动,
但美国以科学管理与生产组织的变革形成大规模生产模式,塑造了美国制造业

的竞争优势。 19 世纪中期美国的科学建制化为其在电力领域的发明创造奠定

了科学基础。 德国、美国在国家支持下建立起科学教育与工业应用的良好互

动,确立了电力产业的世界领导地位。 20 世纪初,物理学家普朗克、爱因斯坦等

掀起物理学的量子革命,科学与美国电力、化工产业的结合,以曼哈顿工程开启

了 20 世纪中叶科学和创新的美国时代。 二战后,美国政府加大对基础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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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促进科学技术成果向产业转移,鼓励商业发明和创新,计算机、集成电路、
生物医疗等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取代传统制造业成为美国主导产业。

日本在二战后采用优先发展应用技术模式,以重工业的发展引领经济高速

增长(汪同三和齐建国,1996)。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日本政府加大科学

研究投入并向基础研究领域倾斜,在物理、化学领域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建
立以半导体主导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 日本政府特别是通产省在战后

日本的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政府充分利用立法和

财政激励措施鼓励半导体产业的研发和技术创新,还建立了促进公共和私人部

门的合作的产—官—学模式(弗里曼,[1987] 2008)。 1976 年通过“ VLSI 研究

联盟”组织集成电路攻关,帮助日本在 19 世纪 80 年代半导体市场份额超过美

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日本研发投入强度达到世界领先,在生物科技、环境

科学、新材料研究等领域的投入不断增长。
马克思分析科学的积累时指出,“在各种对象化劳动中,科学是这样一种对

象化劳动,在这里再生产,即‘占有’这种对象化劳动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原来

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相比是最小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2019)。 纵观美英

德日四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历程,除英国自发地以科学革命推动产业革命

外,其他三国在现代化追赶之初均采用了技术引进和工业化战略驱动,在这一

阶段,着力通过改进技术、促进规模化生产等方式实现现代化产业的物质技术

基础,同时以国家科学教育建制化,投入巨大力量推动科学积累。 到追赶中后

期,科学基础和产业能力由跟跑到达并跑阶段,国家对科学投入规模和基础研

究强度显著增加,注重以基础科学研究支撑高技术产业发展。 德国在 19 世纪

后期、美国在 20 世纪初、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完成这一转型。 据 OECD 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欧洲、美国和日本等 10 国研发支出水平在 1 亿 ~ 213 亿美元;
研发强度在 0. 6% ~ 3. 4%之间;每万人中研发人数在 4 ~ 25 个之间,美国研发人

员总数最高,达 47 万余人(OECD,1968)。 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创新系统逐渐

成为各国政府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和重点内容(OECD,2002)。

(二)
 

中国科技即将迈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新阶段

我国科学和现代化产业发展是在错过第一、二轮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条

件下开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先后制定《1956—1967 年科学技

术发展远景规划》《1963—1972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政府推动科学机构和大

学建设,以举国体制完成了“两弹一星”、牛胰岛素、青蒿素等重大科学和工程突

破;大力推动国民教育,提高识字率;以重工业优先大力发展工业化,尽快解放

科学生产力。 我国成功构建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科学体系与教育体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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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科学发展与经济发展“两张皮”,科学需求与研究供给的匹配不平衡问

题,计划经济下企业缺乏竞争和自主资源配置,科学研究和技术改造动力和能

力不足,跨部门间创新资源协同与产业物质技术基础的落后相互制约等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科学、技术、教育、社会各方面创新体

制改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扩展国际科学交流与合作,完善科

学基础设施和国家实验室建设。 融入世界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我国的综

合国力全面上升,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

家,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 2023 年,我国全年研究与试

验发展(R&D)经费支出 33278 亿元,R&D 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2. 64%(国家统计

局,2024);2023 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为 724 万人年,稳居世界第一;在量子

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和空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在载人航

天和月球探测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我国移动通信实现了从 2G 跟随、
5G 率先商用到 6G 技术引领的跨越。 截至 2023 年年底,我国境内发明专利有

效量达到 401. 5 万件,成为世界上首个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 400 万件的国家

(新华社,2024);科学技术发展即将迈入高水平自立自强新阶段。 面对美国不

断强化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打压,以国家战略推动基础科学突破解决“卡脖子”
难题,对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更加急迫。 以半导体为例,大力加强半导体基

础研究,围绕下一代晶体管的材料、器件、工艺在欧洲和美国布局大量专利,就
可以在芯片制造这个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咽喉”部位设置“关卡”,有望解决

半导体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 但是,对比美、日等半导体创新强国,我国

的半导体基础研究受制于半导体学科建设滞后、半导体国家实验室数量和基础

研究人员不足、半导体企业研究集中于基于国际半导体先进科技基础的二次创

新、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骆军委和李树森,2023)。 产业链、价值

链与创新链的高度融合,使科学技术和产业创新已演进到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打造创新生态系统的新阶段,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必须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完
善科技强国的制度保障。

五、
 

完善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制度保障

我国通过践行科学—技术—产业—经济增长的逻辑链条成功完成大规模

快速工业化进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二数字经

济大国,我国对基础科学发现与科技、产业融合产生更广泛和高级的需求。
202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人民日报,2023a)。 2023 年 12 月,中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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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发展新质生产力(人

民日报,2023b)。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

制作出系统部署。 生产力的发展遵循量变质变规律,新质生产力更强调质的变

革(方敏和杨虎涛,2024)。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科学力量由观念的财富转变为实

际财富生产手段和财富本身的重要载体。 自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所有引领产

业革命的颠覆性技术均直接来自于科学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产业革命的历史

证明科学进步对人类社会生产力跃升起决定性作用。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推

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健全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同新质

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须要对经济制度、科技创新制度和产业体系体制

机制作系统谋划、整体推进。

(一)
 

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经济基本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既“放得活”又“管

得住”。 全面深化改革先后将知识、数据等纳入生产要素。 在生产力发生质变

的过程,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过程,高质量生产

要素发挥重要作用。 要培育知识、技术、数据等高质量要素市场,深化劳动、资
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市场改革,促进高质量生产要素涌现、流动,向先进产业聚

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点强调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

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健全国家标准体系。 围绕要

素市场化改革,要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
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在

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方面,要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营造有利于新业

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 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完善市场信息

披露制度,构建商业秘密保护制度。
国有企业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战略安全,引领产业

方向,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以下简称

“决定”)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

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

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先导,布局新质生产力必须破解我国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

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多领域面临的“卡脖子”问题。 国有企业负

担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加强基础研究解决“卡脖子”难题的重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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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使命。 国资委提出推动中央企业加快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

长。 “十三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 14. 5%,过去两年研发投入均

超过万亿元。 2023 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增速达到 32%,营业收入首

次超过 10 万亿元。 2024 年国有资本金将拿出 83%的经营预算用于支持企业科

技攻关和产业升级(人民日报,2024)。 近年来,国有企业在集成电路、5G 通信、
高速铁路、大飞机、燃气轮机、工业母机、能源电力领域取得了自主创新成果。

非公有制经济也是重要的创新主体。 民营经济贡献了国内 70%以上的技

术创新成果(习近平,2018)。 近年来,我国一些顶尖民营科技企业已经具备世

界领先的科学研发投入和研发能力。 华为连续数年稳居 ICT 领域专利申请世

界范围第一大企业地位,2023 年华为研发投入在全球企业中位居第五,在我国

企业中排行第一(European
 

Commission,
 

2023)。 在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

式人工智能领域,据《产权组织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态势报告》,2014—2023 年

间,我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明超过 3. 8 万项,是排名第二的美国的六倍

(WIPO,2024)。 近年来美国对我国一批科技单位实体实行严厉制裁,间接反映

我国国家科技机构和一批民营科技领军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达到世界顶尖水

平①。 对民营企业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是我国培育国内市场,构建以内循环为

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条件。 “决定”提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深入破除

市场准入壁垒,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进能源、铁
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

革,吸引民营企业进入相应行业市场,还提出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

建设长效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

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 宏观的基本市场制度和立法完善

与微观层面民营企业创新活力结合,有利于加快传统行业基础设施高端化和智

能化、数字化,有利于推动民营企业科技能力和产能与国家科技战略需求和战

略资源整合,进一步形成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二)
 

构建以科技体制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教育与人才培养既是科学知识体系生产的前提,又是科学再生产的结果,
科学与产业的结合为科学积累创造物质生产条件。 面对技术“卡脖子”问题,劳
动力难以适应新产业、新业态而造成大量结构性失业问题,行业和区域市场壁

垒抑制国内市场超大规模优势问题,产学研融合发展机制不协调等重要问题,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意义上的

① 2018 年以来美国不断强化对华为的芯片断供,2022 年《芯片和科学法案》实施以来,美国对华企

业和科技机构的制裁扩展到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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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边界日趋模糊,……科技创新活动不

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演化为创新体系的竞争,创新战略竞争在综合

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6)。 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是打通科技创新—结构变迁—效率变革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逻辑链条(中国社

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4)的国家创新战略,需要统筹推进经济、教育、
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以完善创新体制机制。 构建全面创新体制机

制,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核心,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以顶层设

计、系统筹划,自上而下协同推动。 20 世纪科学发展进入国办科学阶段,科技创

新和高技术产业的举国体制在许多科技强国均有成功先例。 国家创新体系发

展为不同经济制度国家整合科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实现协同创新发展的重

要制度。 “决定”围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在科技组织管理,科技成果参与分配,
企业创新激励和风险兜底,高等教育的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

尖人才培养,高校创新成果转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作出具体的制

度改革部署。 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要落实到国家创新体系和

新型举国体制上。 要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构建协同高

效的决策指挥体系和组织实施体系,保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活力紧密围绕国

家战略科技需求,筑牢科技创新根基和底座。

(三)
 

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是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的着眼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

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重要引擎”(习近平,2022)。 量子科学和生命科学发展,使科学从直接作

用于物质生产深入到物质和生命演化的全部过程,科学、技术、产业的边界日益

模糊,传统三次产业的划分已经不适于科学和产业的发展。 数据成为生产要素

和劳动对象,意义如同物理化学领域元素之于物质。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的发展趋势日益加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以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未来产业的划分来定义现代产业体系结构,就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
完善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

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强化环保、安全等制度

约束,对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作出整体布局。 数字经济可以说是当前阶段新质

生产力的综合质态,是促进新科技、新能源、新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代表

(洪银兴,2024)。 在科学交叉、技术集群、产业融合的大趋势下,健全促进实体

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着眼点。 我国数

字经济规模全球第二,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 5G 网络,在 5G 标准化和人工智



58　　　 政治经济学季刊　 2024 年第 4 期

能标准化领域,我国稳列世界第一梯队。 我国建成 14 个国家超算中心,超算互

联网正在加快建设。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 健全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数据产权、交易、分配、监管各环节

政策和法令,推动数据跨境流动,加快制定国家标准体系,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

势,助推我国的数字技术加速从标准化到产业化,成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数字

产业。
完善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健全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建设,健全

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还需要与更完善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相互促进,以更好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科学史和产业史表明开

放创新与自主创新是互相促进的创新活力源泉。 美国将技术革新视作地缘政

治竞争的核心,以“小院高墙”①策略巩固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倒逼

我国加快推进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同时我们要深刻把握经济全球化向更

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的时代趋势,坚定地扩大我国参与全球创新网络的广度和

深度,推动向高标准技术和贸易制度对接的同时,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平台,以
“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和“一带一路” 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推动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向有利于我国发展的格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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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y
 

Evolution,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of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s
ZHAO

 

Weihong　 ZHANG
 

Xu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mmences
 

from
 

the
 

classic
 

theorie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ntegrating
 

the
 

histories
 

of
 

science
 

and
 

industry
 

to
 

analyse
 

the
 

log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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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s
 

well
 

as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that
 

scientific
 

progress
 

lead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ystem,
 

This
 

analysis
 

is
 

instrumental
 

in
 

refining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in
 

solidify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ative
 

productive
 

forces.
 

The
 

genesis
 

of
 

science
 

stems
 

from
 

human
 

needs
 

and
 

the
 

production
 

aimed
 

at
 

satisfying
 

these
 

needs.
 

A
 

robust
 

relationship
 

is
 

established
 

between
 

science,
 

production,
 

and
 

productivity,
 

characterised
 

by
 

an
 

increasing
 

inters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science
 

and
 

the
 

expansion
 

of
 

research
 

scales,
 

the
 

positioning
 

of
 

science
 

as
 

a
 

national
 

strategy
 

alongside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mpetition
 

in
 

science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convergence
 

of
 

science
 

and
 

industry
 

has
 

created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for
 

major
 

nations
 

to
 

build
 

themselves
 

into
 

modern
 

powerhouses. By
 

summarising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s
 

of
 

the
 

two
 

scientific
 

revolutions,
 

thre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thre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paths
 

of
 

major
 

techno-economic
 

powers,
 

this
 

paper
 

fosters
 

a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global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under
 

the
 

fourth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he
 

new
 

phase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ing
 

a
 

period
 

of
 

high-level
 

self-reliance
 

and
 

streng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ative
 

productive
 

forces
 

demands
 

further
 

liberation
 

of
 

scientific
 

productive
 

forces.
 

Oriented
 

by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it
 

is
 

imperative
 

to
 

promote
 

the
 

perfec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ic
 

system,
 

the
 

mechanisms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and
 

talent,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mechanism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real
 

and
 

virtual
 

economies,
 

and
 

to
 

consolidate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is
 

will
 

ensure
 

a
 

robust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advancement
 

of
 

modern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propelled
 

by
 

scientific
 

progress.
Keywords:

  

science
 

progress;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evolutio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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